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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论知识与教育
——读陶行知的《‘伪知识’阶级》​[1]​

王荣国

任何社会，不管它们之间的文化背景如何不同，但都肯定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授知识与探索、发展知识。显然，知识对于教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陶行知看来，真正的知识才有益于教育，真正的知识才能构成教学内容，有益于“人”的培养，有益于社会。
什么样的知识是真正的知识呢？陶行知认为，知识是学来的，智慧是生成的。虽然，由于人的禀赋不同，智慧至为不齐，真知灼见的高下与智慧高下呈正比例关系，但智慧通常是渐渐相差，真知灼见也是渐渐相差。他说，“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这里陶行知说“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但并非意味着知识都要从自己的经验中得来。他认为，假使我们抹杀别人经验里所发生的知识而不去运用，那真可算是世界第一个大呆子。必须努力使“别人经验里所发生的知识”成为“我们的真知识”。由此可见，陶行知对知识之源的见解是：知识源于实验，不从实验出来的是伪知识。而又不排除将他人经验所发生的知识转为自己的真知识。相比较而言，陶行知特别强调前者。杜威认为，知识是在经验中发生，知的结果在经验里表现。显然，陶行知的知识观与杜威实验主义的知识观密切相关。
教育的功能是传播与探索、发展知识的。陶行知依据实用主义知识论的价值标准，反省过去的教育，认为封建社会的教育从根本上说，只有部分书本知识是真知识，大量的则是贩卖伪知识，这种倾向尤以封建社会后期八股取士制度的推行为盛。因而造就成“伪知识”阶级。而其根本原因则是封建帝王以功名利禄引诱。其真正的险恶用心是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然而，清末发生了国与国之争，以伪知识之国与真知识之国抗衡，只能是鸡蛋碰石头，造成近代连连战败，丧权辱国。才感到伪知识靠不住，于是废八股，兴学堂。把书院变为学堂，改山长为堂长，以教科书代替“四书”，购置标本仪器为陈设品。因射箭为时髦，要讲求尚武，就改为兵式体操。并且依旧式学堂的等级给功名：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毕业者分别给秀才、举人、进士头衔；留学归来，朝考及第者给翰林，点状元。社会上称之为洋秀才，洋举人，洋进士，洋翰林，洋状元。实际上不过是旧式八股的变种即“洋八股”。但倡导与推行者自以为是变法，是维新，是自强。其结果显而易见。
陶行知说，近代以来的教育变革成效甚微，引进西方近代科学三十年，“发明在那里？制造在那里？……真正的科学家在那里？”不见得科学发展，“科学客”倒遇见不少。他尖锐地指出，“在讲堂上高谈阔论的科学客，与蒙馆里的冬烘先生是同胞兄弟”。书本的科学是洋版的八股。“书本的科学，陈列的实验，岂能当科学实验之名”。究其原因是权操在伪知识阶级手中，他们只能从“外国贩来了些与国情接不上的伪知识。”
陶行知认为在中国不但存在着洋八股式的教育，还存在老八股式的教育。笔者以为，中国老八股式的知识与教育，在当时并没有消亡，只是改换形式。上述洋八股出现的教育文化根源就是以“老八股”知识的价值判断来选择与接纳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陶行知说科学与玄学论战就是老八股与洋八股的论战，自有他的道理。
陶行知指出，不论是洋八股还是老八股都不是靠真本领、靠真知识吃饭，他们是靠伪知识骗饭吃，自然只能传授伪知识。这种状况对国家，对个人都不利，因为“二十世纪以后的世界，属于努力探获真知识的民族。凡是崇拜伪知识的民族，都要渐就衰弱以至于灭亡。三百六十行中决没有教书匠、读书人的地位，东西两半球上面也没有中华书呆子国的立足点。我们个人与民族的生存都要以真知识为基础。”他认为，伪知识是流沙，千万不可在他上面流连忘返。为今之计，必须痛下决心：“一、从今以后，我们应当放弃一切固有的伪知识；二、从今以后，我们应当拒绝承受一切新来的伪知识；三、从今以后，我们应当制止自己不要再把伪知识传于后辈；四、从今以后，我们应当陪着后起的青年共同努力去探真知识的源泉。”在陶行知看来，书（即书本知识）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是一样的性质，都是给人用的工具。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里的知识有真假，读一辈子书未必能辨出真伪，通过“用书”，则书中知识真伪的本来面目就显示出来了。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要用书。行行都成了用书人，真知识才愈益普及，愈能发现。他主张在劳力上劳心。陶行知强调指出：“凡是手到心到——在劳力上劳心，便是骑着千里驹在生路上飞跑了。”
必须指出，知识是人类历史的结晶。它从实践经验产生。往往表现为：在我为直接经验在他人则为间接经验；在他人为直接经验，在我则为间接经验。强调实践出真知并不是要人们事事亲身实践，知识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价值的表现形式并非都是单一性与直接性，其实用价值亦非以一时的需要来衡量。陶行知的知识观与杜威的知识论一样，不免有贬低书本知识与过分强调知识的实用性之嫌。但陶行知上述关于知识与教育关系见解，对当时反对传统传授死知识的教学，强调学习动机、科学方法、自我创造的学习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思想启蒙意义与实践意义，至今仍有某些可供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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